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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调适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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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浙江义乌，绝大多数的外商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该群体除从商外，其实还面临着

文化上的调适问题。而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也有压力和难度。本文认为，汲取中国古代王朝

曾经实行过的“蕃坊制”中的历史经验，以及吸收新加坡、日本等国在管理外籍穆斯林方面的做法，提

供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配套措施，将有助于来华居住的阿拉伯穆斯林较快地完成文化上的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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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 2010 年全国社科重点项目（10AZJ002）的阶段性成果。 

   

    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号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之地。近年来，义乌市声誉甚至远

播海外，从世界各国来此地经商的外籍人士，多如过江之鲫。据当地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持

外国护照的流动人口全年已有 58 万之多，分别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与中国建交的有

185 个。经过批准而设立的境外公司企业代表处有 3000 多家，来自中亚、西亚、东南亚、北非等

20 多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处，占其中一半左右，约 1500 家。在由外国商人及其家眷构成的庞大

流动人口群体中，又以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居多。 

从整个义乌市来看，常住且在市公安机关注册的中外穆斯林（包括西北各地来此谋生的国内

各族群众）近 2 万人，而国外穆斯林就占了 60%左右。一方面，在宗教信仰背景相对其母国、甚

至比我国的西北而言都要淡薄许多的义乌市，这个相对特殊的阿拉伯穆斯林社群在精神生活需求

层面上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他们的文化调适能力，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

另一方面来看，当地政府现行的管理政策和相关措施是否到位，也是值得我们探索和反思的。自

2011 年 3 月以来，笔者曾在专门的田野考察中通过友人的接洽，对当地一些阿拉伯外商进行了访

谈，本文主要围绕目前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现状展开论述，尚祈识家教正。 

 

一、外来商人的文化调适 
 

自 2010 年底以来，接踵发生在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

埃及全国民众的大规模示威，导致了长期占据政坛统治宝座的强人——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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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嗣后利比亚内战的爆发，包括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颉颃乃至到大规模

的流血对抗，都让义乌的外商尤其是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多了一份对中东时局的牵挂

和焦虑。 

在义乌繁华路段上那些挂着阿拉伯穆斯林经营招牌的店铺里，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几乎清一

色的是通过卫星电视接收的用阿拉伯语播放的时政快讯及新闻连续报道；也有的是反映阿拉伯世

界民俗风情的文艺片或电视剧。我们在稠州北路上一家由来自约旦的青年老板莫罕奈德经营的“阿

克萨”餐厅里，就看见迎面墙壁上张挂的大幅图片，正是全球穆斯林都敬仰的阿克萨清真寺。其

实在义乌的阿拉伯商行或店铺里，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 

除了在街头巷尾洋溢着相当浓郁的异邦文化气息之外，也能让人感受到留居义乌的外籍穆斯

林牵挂千里之外家园的真挚情感。通过接触，我们了解到，但凡涉及对西亚北非局势的看法，无

论是做物流的，还是开饭店的，几乎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的生意明

显受到来自中东局势动荡的负面影响；从义乌各家穆斯林外商经营的店铺、餐馆喜欢不停地播放

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同步新闻节目的情况来看，这也成为他们在第一时间获悉西亚北非各国

讯息的最主要渠道。 

总体而言，居住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尽管各自的背景、阶层都有差别，但他们对中

国基本上持正面的印象，评价相当高。有的甚至在几年来的打拼中，练就一口流利的汉语，成为

地道的“中国通”。不过，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也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如签证过于困难给外商的

经营造成麻烦。绝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对签证的办理，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太不方便了。由于外商在

华的商务签证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限制，往往在他们生意运作刚刚有了一些进展，却不得不因为签

证到期而重新花费精力去打理；同时因为国情有别，文化上的差异也客观存在，外商在办证时，

往往会遇到许多不便因素。所有这些麻烦，都令义乌的外商们感到困惑和无奈，有的更是觉得不

可理解。实际上，这些因素给他们造成了经济利益上的直接损害。 

同时，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子女的阿文教育及其他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方面主要是指

在义乌当地，阿拉伯母语教育基本上处于匮乏状态，目前相关的学校配置，根本无法满足那些和

家眷一起生活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们的现实需求。他们为让子女受到和自己家乡孩子一样

的母语教育，很希望能有教授阿拉伯语的专门学校，或者是在现有的学校里配备这方面的外籍教

师。由于目前我国国内在这方面的配置还完全跟不上，同时在政策层面上也有相应的规定，故此，

穆斯林外商们与当地教育管理机构之间的沟通始终没能获得进展。不少外商对此也无奈地表示，

只能在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时，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在中国，实在无法满足其子女教育上

的需求。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考量。如有的阿拉伯外商虽说已经娶了中国妻子，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却依旧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义乌接触过来自约旦的青年莫罕奈德，他年届而立，来华居住已有多年，其妻为中国

籍汉族女子，原为安徽蚌埠人。莫罕自己数年前也已取得可定居在中国的正式资格，故相对其他

在义乌的阿拉伯外商来说，他并不存在办理签证之虞。莫罕在义乌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餐厅，还

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即便是“华化”程度达到如此之深的他，在与我们做深度访谈时，还是

向我们表示等女儿长大些，即会立刻将她送回约旦老家。一是可以让孩子学到正宗的阿拉伯语，

二是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尤其是对女孩子而言，缺乏这方面的传统伊斯兰

教礼俗的熏染，是作为家长的莫罕奈德无法接受的。可见，穆斯林是非常看重对穆斯林女孩的启

蒙教育的，让她们从小就知晓伊斯兰教教法及穆斯林妇女必须恪守的文化习俗，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毕竟目前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义乌市，其相关宗教文化的氛围，比其母国要淡薄许多，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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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祖籍阿拉伯国家的外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会做如此打算。 

又如，义乌的外籍穆斯林在宗教上非常虔诚，每周五前来做主麻礼拜的穆斯林人数逾万。由

于外籍穆斯林人数增长快，流动性大，且涉外性强，这使原本没有伊斯兰教场所的义乌，陡然增

加了管理上的难度。现有的位于义乌市江滨西路的义乌清真寺，其前身是当地一家弃置不用的丝

绸厂仓库和厂房。因该清真寺存在安全隐患和空间有限等不足，当地相关部门正在积极修缮清真

寺，以便更好地满足义乌穆斯林的宗教需求。 

除此之外，对平时留居义乌的穆斯林行商坐贾而言，还有相关墓葬方面的要求，因为生命无

常，一旦出现外商穆斯林本人或家人在义乌当地去世的状况，只能花昂贵的费用将遗体运回母国，

这同时给依循伊斯兰教规定的速葬习俗带来了不便。因此，有的外商在与我们的交谈中就提到，

是否可以允许他们在当地购买供土葬用的墓地，而这样的要求在当下显然是很棘手的问题。 

我们以为，考虑到义乌城市情况的特殊性，上述外来阿拉伯穆斯林群体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

题，主要属于文化调适的范畴，由于不同国度的文化氛围截然不同，必然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出现，

而这些问题又都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特别是该特殊群体大多来自域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各国穆斯林之间有着相互同声共气且彼此凝聚力强的特点。对我们来说，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

汲取包括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胡贾番商的治理得失教训，以及目前其他国家对外籍穆斯林群体

的管理经验，做好对阿拉伯穆斯林外商的管理以及包括伊斯兰教管理在内的各项工作，不仅具有

现实意义，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二、有的放矢的应对措施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人员的相关介绍，目前情况是：一方面，义乌检察院现有编制 178 人，公

安局现有编制 1200 人，当地民宗部门现有编制 12 人，而现在义乌的公安民警每人每年经手的案

件数平均在 500 件左右；另一方面，有些外国人不是从义乌口岸入境的，来义乌后也不入住当地

的宾馆，而是直接住到义乌的外商朋友家中，住不了几天就走了，所以义乌的境外流动人口数字

很难统计。可见，现有的警力和政府有关部门所面临的社会管理压力和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从伊斯兰教内部管理而言，目前义乌清真寺内部管理人员共有 11 人，当地民宗部门负责伊斯

兰教的专职人员有 3 人。按照相关人员介绍，目前义乌市政府已出资 800 万元用于清真寺的修缮，

现在内部大殿等处的装修工作已经完成，相应的外部建筑修缮事宜也已接近尾声。针对上述情况，

若从和谐社会的建设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和迫

切： 

    一是完善对外服务工作。  

在义乌当地，可以更多地开办专门为外商办理各种签证（经商用的 F 签证和工作用的 Z 签证

等）的服务性机构。包括在特殊条件下提供诸如绿色通道之类的人性化、快捷式的服务措施，让

外商无此之虞。根据我们得到的资讯，浙江省有关部门已着手组建相关的中介公司为外商提供办

证方面的便利。 

    二是开办各类阿语学校。 

在义乌，有部分外国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姑娘结婚，更多的已在义乌市生子买房。
①
应适当增设

有教师资格的外籍教师执教的侨民子弟周末学校或阿文补习班，并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类学校

                                                        
① 据统计，在义乌的阿拉伯人中，北非人居多，如以埃及人而言，在当地登记过的埃及企业就有 189 家，未登记

但实际在经营的有 400 家。埃及人约有 500 人，其中 20 多人娶了中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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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与管理。 

    三是加强对礼拜场所的服务与管理。 

除了关注义乌唯一一家清真寺——义乌清真大寺的修缮改建外，还需加强对目前义乌一些外

商公司或寓所内设置的临时礼拜场所的关注。在我们访问的一个来自毛里塔尼亚的外商家中，整

幢楼房有三层高，其中就专门辟有一间为公司员工礼拜的房间。至少对哪些地段和住宅小区有这

样的礼拜场所，有关部门要做到心中有数。 

四是常与外商进行沟通。 

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出面，联系外商穆斯林中具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以开座谈会、茶话

会、晚餐会等形式，或直接上门访问，努力倾听其诉求，设法予以解决，或对外商有误解的地方

进行解释，形成双向沟通的良性机制。 

五是发挥友好外商作用。 

加强与那些已和中国居民联姻或自身汉语相当娴熟的穆斯林外籍商人的联络，和他们保持更

加紧密的友好关系，在其商业经营中，予以大力帮助，这将有助于了解义乌外商穆斯林群体中的

信息和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六是输送正规阿语人才。 

根据现有的需要，为增进中外人士的沟通和了解，帮助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外

商尽快地解决好文化调适问题，应当尽量发挥国内现有的正规阿语人才的培养与分配，将阿语专

业的毕业生输送到义乌这样的城市里，以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在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媒体在介绍义乌小商品经济招徕大量国外商人云集于此地之

现象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欧美来的外商放在前面介绍。对此，不少来到义乌经商的中外穆斯林

认为，这种介绍与现实不符。因为在义乌，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商（华裔居多）占很小比例，绝大

多数是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新闻要取信于人，得对社会

实情予以客观真实的报道。另外，兴建在建筑形制上拥有明显阿拉伯文化风格的高级清真饭店等，

都将为义乌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众所周知，自唐初以降，从大食、波斯等地来到中国的胡贾番商，就麇集在长安或广州等地，

唐王朝为便于管理，还推行了专门的“蕃坊制”，以因应这种特殊情况，从而对这些穆斯林侨民进

行了有效地管理。如今，古时的“蕃坊制”显然不会重现于世，但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却值得今

人汲取。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伊斯兰教还未完成本土化或中国化，并没有生根落叶，它还只是侨

民宗教。唐武宗灭佛时，那些流布于波斯、中亚一带地区，并传入华夏，在唐朝颇受统治者礼遇

的外来宗教如祆教（又叫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等，

最终难免池鱼之殃，和佛教同遭禁止。史载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七月，在佛教被“拆寺四千

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1]606

的同时，这些在中土传习的外来宗教共有僧侣二千余

人，也被勒令还俗。可偏偏是穆斯林这样的对外不传教、而且相对很封闭的社群，却能让自己信

仰的伊斯兰教躲过历史一劫。这些史实可以从后来抵达广州，亲眼目睹广州蕃坊实况的阿拉伯商

人苏莱曼的著作里得到印证。 

    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时曾到过唐代外商云集的广州，在其游记中作过如下

描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处有回教掌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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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既多聚于广州，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

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愿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

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

也……中国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者。”
[2]201

    

    事实上，武宗灭佛后次年即告驾崩，宣宗上台后立刻改变国策，又下敕恢复了佛教，但祆教、

景教和摩尼教等宗教却都一蹶不振，毕竟它们不像佛教那样根基扎实，势力雄厚，其中祆教在中

国的流传，到南宋后就不再见于史籍；景教更因这次灭顶之灾，竟在中国内地无法存身；摩尼教

虽于五代、北宋时，在民间还有些影响，终究也是元气大伤，以后传到江南等地，由于更加汉化，

且又走上了秘密结社的发展路子，更多的是与历代多次农民起义搅和在一起，已非其宗教文化之

原貌。反观当时在华的伊斯兰教及外来穆斯林生活状况，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

元 851 年) 抵达广州，距会昌废佛只有几年时间，可在苏莱曼眼中，至少在大量外来穆斯林聚居

的广州一地，传入中华已有 200 年左右的伊斯兰教，似乎毫无半点刚刚遭受过劫难的痕迹，当地

穆斯林社区中的宗教生活，相当有序顺畅，以致让来华做生意的异国商贾“颂声载道”。作为一个

外国商人，无需在自己的游记中对别国政府大加溢美之辞，上述描写，当属较为客观的记载。其

实，上述这段文字还清楚地表明了伊斯兰教在当时的中国，纯属“侨民宗教”，全然不与中国本地

民众发生任何关联，这也正是伊斯兰教作为域外宗教文化，却不被取缔的奥秘所在。 

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但该国移民社会的特质也很明显。

这里有不同民族和宗教场所，其中有一条非常特殊的“阿拉伯街”，其文化特色之鲜明，令外埠游

客印象深刻。笔者曾于 2009 年开斋节的当晚，徜徉在这条街上，除了入夜后在街上依然可见的正

在抽水烟的人们身影外，那街角上矗立的清真寺，紧挨着的各种标有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店名的

铺子，都全方位地营造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可以想见，这对来自异国他乡的穆斯林而言，

其心理上产生的亲切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我们再来借鉴一下外籍穆斯林在日本的生活状况，或许亦能有所启发。日本是奉行传统

宗教神道教的国家，历史上佛教和基督教传入后，形成三大宗教共存的局面。19～20 世纪时，主

流宗教中先后衍生出不少新兴宗教，加上普通民众生活中也保留着的各种民间信仰，是故其国的

宗教信仰层面上呈现的是一巨大而又庞杂的混合体，支撑着日本各群体民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

需要。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之一的伊斯兰教，在日本却影响较弱，相关的伊斯兰教社会团体多

由外来侨民社群构成。 

目前在日外国穆斯林主要分三波流入，第一波是在 1985 年日本泡沫经济景气时，南亚各国的

穆斯林作为劳动力流入；第二波是在 1990 年泡沫经济崩溃，两伊战争（1980～1988 年）也已结

束，有大批伊朗裔穆斯林劳动者流入；第三波是 1995 年，有大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劳动者流入；

另外还有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等。目前在日本的 200 多万外国人中，穆斯林人数不到 10

万，所占比例相当小。但各地的清真寺已经颇具规模，在当今日本的宗教信仰文化中，伊斯兰教

也已占有一席之地。
[3] 

随着在日留居的外籍穆斯林群体的不断扩大，相应的社会功能需求也自然呈现于世，清真食

品、儿童教育、葬礼和宗教礼拜设施的完善等等，而外籍穆斯林移民彼此团结互助形成的人际关

系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于日本各地的清真寺，就是这张无形网络的最主要连接点。不过，

日本社会亦有无法吸纳或消化的问题，如穆斯林坚持反对火葬而选择土葬，可日本几乎不具备供

归真的穆斯林入土安葬的陵园墓地。从位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陵园（建于 1923 年）外国人墓区

来看，它基本上已处于饱和状态；而山梨县盐山市（现已并入 2005 年成立的甲州市）的伊斯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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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建成于 1969 年，是首座日本裔穆斯林的专用墓地；还有兵库县神户市立外国人墓地（1961 年

正式开园），这里有日本最早的神户清真寺（1935 年建立），该墓地所埋葬的约 2500 个外国穆斯

林都是明治以来与日本关系渊源较深者，一般的外国穆斯林是没有在此安葬资格的。
[4]50

因此，外

籍穆斯林社群虽说利用内部的资源整合及动员，但他们在日本各地寻找可建新墓地的要求还是到

处碰壁。这在 2010 年 10 月 18 日的《朝日新闻》电子版上也有反映，据说当下日本穆斯林的土葬

之地只有山梨县甲州市和北海道余市町这两处，而“9·11”事件使世人对穆斯林的偏见加深，再

加上日本本身根深蒂固的反土葬情绪，令外籍穆斯林想在枥木县足利市再购地造墓的想法遭到强

烈反对，抗议的告示牌插满了日本伊斯兰文化中心购买下来准备造墓的地方。
[5]
由此可见，日本

社会在土葬方面还是不宽容的，但这也并没有消磨掉外籍穆斯林社团在此方面的不懈努力。 

2010 年 3 月，东京早稻田大学召开第二届清真寺代表大会，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墓地

不足的问题。
[6]
这些情况虽说暴露出外籍穆斯林群体在日本遭遇到同样的文化窘境，但毕竟还是

朝着不断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如驻日的沙特大使代表日本的伊斯兰中心，一直坚持做大量关于

墓地问题的工作；另如日本的穆斯林子女教育问题、政府与地方民众自治团体在多民族共生社会

发展中的应对措施等，也都有了一定的起色，至少各方对这些社会问题相当重视，也有利于问题

得到妥善的解决。
①
 

 

四、结语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唐宋旧日的蕃坊制已经无法在今天的神州赤县得到克

隆，但往昔封建王朝的管理模式却可提供历史的经验；域外异国的外籍穆斯林问题虽不尽相同，

各所在国不同的解决之道也难以照搬复制，可伊斯兰文化场域的内在精髓及外在的标识，却有着

根本的共通之处。 

今天，留居义乌的阿拉伯商人社群，固然不可与古代的广州侨民社区同日而语，但二者仍有

着非常大的相似性。若是取法于唐时管理外侨之道以及上述各国对待外籍穆斯林的举措，向其提

供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加之特殊的街区和配套的文化措施，可令其有宾至如归的居家

享受，还能使来华的各国阿拉伯商人们较快地完成文化调适过程。同时，尽量不去回避或搁置面

临的问题，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所作为地去设法解决问题，也是相关部门应该持有的立场。

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文化调适期中完成的各种磨合，会让义乌这座城市中出现今天的

“新蕃坊”和中华版的“阿拉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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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djustments of Arab Muslims in China’s Yiwu City 
 

GE  Zhuang 
 

Abstract   In Yiwu, Zhejiang province, most of foreign merchants are Muslims coming from the Arab 

world. Apart from business affairs, they are facing diversified cultural adjustment problems. As for the 

social regulation,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also confronting difficulties under pressure. 

To draw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rom “Fan-fang system”（foreign people districts）which had existed 

in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to take up the ways us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Singapore and Japan in 

managing foreign Muslims, and to provide relative congen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hat will help the Arab Muslims who live in China to quickly fulfill their cultural adju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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